
 

 1 

教育教育再教育—浙江人口新常态的思考 

章剑卫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 杭州 310025） 

【摘 要】浙江是人口流动大省，当前，浙江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省外流入人口从大量流入逐步转向回

流趋势、迁移模式从单人流动逐步转向举家迁移等特征，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普通劳动力的总量矛盾

持续显现、技能人才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和高校专业设置与人才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提出坚持普惠教育，以

教育优势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整合部门资源，提升农民工技能培训绩效等建议。 

【关键词】人口；新常态；浙江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基础性改革，对于消除城乡二元

结构、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社会公平，均有重大意义。浙江作为流动人口大省，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经济形势和人口结构的发展，浙江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而要适应这个新常态、新变化，既要通过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延长“人口红利”，更要通过深化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创造人

力资本“第二次人口红利”，推动技术创新步伐，不断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一、浙江人口发展的新常态 

1.省外流入人口从大量流入逐步转向回流趋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

浙江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抓住改革机遇，赢得了发展先机，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省

外劳动力到浙江就业。省外流入人口呈现跨越式增长趋势，从 1990 年的 7.8 万人快速增加到 2000 年的 368.9 万人，2010 年又

进一步达到 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 21.7%， 即 每 5个 常 住 人 口 中 就 有 超 过 1人 来 自 省 外 。 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浙江经济增幅明显回落。近年来，更是受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

前期政策消化期“三个叠加”的综合影响，浙江经济增速回落，部分企业用工明显减少，尤其是以外来人口为主的普通低技能

岗位减少更为突出，与此同时，随着中西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浙江等东部地区企业的大量迁移，外来务工人员在自己家乡

的打工机会越来越多，工资水平也稳步增长，再加上照顾留在家乡的亲人的需要，许多外来人员回流原籍打工或创业，使得浙

江的省外流入人口呈现总量逐步减少的趋势。2010年至 2013年，全省常住人口年均增长 0.3%，大大低于 2000年至 2010年 1.5%

的增长速度，人口增长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2.迁移模式从单人流动逐步转向举家迁移，并且已婚人群呈现居住长期化趋势。近年来，以随迁家属、学习培训或投亲靠

友的目的来浙江的省外流入人口占总流入人口比例逐步增多，2013年占 14.4%，比 2010年提高 1.5个百分点。随迁家属中少年

儿童人口也在逐步增加。据教育部门统计，2013年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随迁子女为 139.8万人，比上年增长 6.9%。

其中，在小学就读的有 111.9万人，在初中就读的有 27.9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5.7%和 13.3%。随迁子女占全省义务教育阶段

在校生的比重超过 1/4，达到 28.1%，其中，小 学 阶 段 的 占 比 更 是 接 近 1/3（ 32.0%） ， 初 中 阶 段 为 18.8%，

并且随迁子女占比近年来基本以每年 1 个百分点以上的幅度在提高。流入人口逐步从原来一人独自流动的模式，转变为家庭化

的迁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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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省外流入人口的居住时间来看，虽然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全部外来人口中居住不到一年（甚至不满半年）的

人群在增加，但是从已婚的外来人口群体来看，则呈现出明显的居住长期化趋势，2013 年居住三年及以上的比重达到 39.6%，

比上年提高 2.1个百分点。 

3.劳动年龄人口从不断增长逐步转向单边下降态势。2010年 ， 全 省 15～ 64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为 4215.6万 人 ， 

比 2000 年增长 23.3%，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73.1%上升为 77.5%。但随着建国后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渐步入老

年，以及受计生政策延续和外来人口回流等影响，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逐年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而退出劳动年

龄人口的人数不断增加，浙江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量均已经出现拐点，从不断上升转为逐步下降的趋势。从 2011年起，

全省 15～64岁人口比重逐年下降，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比上年下降 0.2、0.3 和 0.5 个百分点。同时，省外流入人口

回流导致的全省常住人口增幅趋缓，也使得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 2011 年达到峰值，为 4221.3 万人，2012 年、2013

年分别减少 4.7万人、9.8万人。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这是自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

重首次出现下降，这对于依靠大量外来劳动力“支撑”着的相对年轻的浙江人口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人口结构的重大转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的预测显示，未来 30 年浙江省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以年均 0.6 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

下降，预计至 2040年下降到 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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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从“满溢”逐步转为“缺水”。在城乡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

了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农村和农业被称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所需劳动力的源源不断的“蓄水池”。但是，由于农村年轻劳

动力持续多年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明显，“蓄水池”的作用将难以继续发挥。2010 年，全省乡村 65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13.0%，分别比镇和城市高 5.2和 6.4个百分点。乡村不仅老龄化的程度最高，而且老龄化速度最快，城

乡老龄化差距逐步拉大。与 2000 年相比，全省乡村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提高 2.4 个百分点，而镇仅提高 0.6 个百分点，

城市更是由于年轻外来人口的流入不升反降 0.6个百分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农村老龄化程度和速度均快于城镇的趋势。 

 

从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来看，2010年 4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农业从业人员的 61.1%，比 2000年提高 16.1个百分点，

而新生代农民（30岁以下人口）还不到两成（19.6%）。从浙江省来看，农业劳动力的年龄老化现象更为严重。2010年，浙江省

40岁及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高达 83.4%，5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也接近六成（58.1%），新生代农民只有 5.1%。农业从业人员的

严重老化，使得农业不但难以继续发挥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而且要考虑“明天谁来种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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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年人口从家庭养老逐步转向社会养老。当前，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模式仍然是城乡老年人口的主要养老方式，家庭不

但可以为老年人养老提供经济支持，而且更能满足老年人伦理情感需求。2010年，我省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分别有 42.3％和

26.9％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和依靠自己劳动收入生活，两项合计达到近 7 成。但是，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失能化、

空巢化、无偶化，以及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的发展，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在全省人口总体趋向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的内

部结构也不断老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加。2010 年，全省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达到 107.3 万人，比 2000 年增长 81.1%；高龄化

系数（高龄老人占全部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 2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5个百分点 ， 与 2000年 相 比 ， 提 高 

6.7个 百 分 点 ， 而 前 一 个 十 年（1990年至 2000年）仅提高 0.5个百分点，高龄老人增速明显加快。随着老年人口年

龄的增长，患病率、伤残率逐步上升，高龄老人的健康水平和自理能力逐步下降。先进的医疗技术与完善的公共卫生事业可以

延长人们的寿命，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矛盾的结果，即低健康水平的高龄老人大幅增多。全省高龄老年人口中，身体不健

康的占 30.1%，尤其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占到 8.1%，他们的吃饭、穿衣、走动等日常生活起居都需他人的帮助。伴随着人口

老龄化，浙江“空巢老人”户（即家中只有老人或只剩下老人和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户）和无配偶老人均处于较高水平，“空巢老

人”户占有 65岁及以上老人家庭户的 45.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1.8个百分点，仅次于山东位居各省（区、市）第 2位；无偶

老人比重达到 35.6%。与此同时，全省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2010年家庭户均人口为 2.6人，比 2000年减少 0.4人，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 0.5 人。一人户、二人户和三人户已经成为我省家庭户的主体，占全部家庭的近 8 成，其中，一人户、二人户分别比

2000 年提高 6.8 和 8.9 个百分点。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使过去一般多对夫妇供养一对或两对老人变成现在一对夫妇供

养两对甚至两对以上老人，无论财力上还是精力上，都让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而高龄老人尤其是失能、空巢、无偶

老人的迅速增加，必将对社会养老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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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发展新常态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1.普通劳动力的总量矛盾持续显现。随着外来劳动力的逐步回流，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人

口结构发生历史性、趋势性的变化，劳动力供应开始从近乎无限供给逐步向短缺转变。然而，从劳动力需求来看，随着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面临新的压力。 

一是服务业尤其是居民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2013 年，浙江省从

事居民服务修理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为 120.4 万人和 487.0 万人，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3.5%和 8.9%。对于养老服务、社区服务

等生活服务行业来说，先进的设备网络只能提供辅助作用，而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刚性的，并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升

级不断增加。 

二是制造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仍然较大。随着浙江省加快调整工业产业结构，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进“机器换人”

等政策，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企业用工逐步减少，尤其是对低技能的普通劳动力需求逐步降低。但是，浙江是个制造业大省，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一个稳步推进的过程，企业用工也是逐步下降的过程。2013 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为 1853.4 万人，占

50.0%，第二产业仍是就业的主渠道。据浙江省人力社保厅数据显示，2013年全省人力资源市场中制造业占全部用人需求的一半

以上，达到 51.5%，比上年提高 1.4个百分点；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要求来看，无要求或初中及以下的占 52.2%，与上

年基本持平，制造业普工“招工难”现象将继续存在。 

三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部分行业已经对农业转移人口形成依赖性需求。2010 年，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

业、居民服务业中，农业转移人口的比重超过或接近 8成，分别达到 84.3%、87.6%、88.0%、79.8%、82.1%。其中，制造业中的

纺织服装业、皮革毛羽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废弃资源回收加工业、工艺品

及其他制造业等 8大行业，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使用更是超过了 90%，这些行业基本上是传统的一般加工制造业。农业转移人口已

成为浙江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主力军。 

2.技能人才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2012年，浙江省技 能 人 才 为 800.3万 人 ， 比 2008年 增 加 259.1万 人 ， 



 

 6 

增 长 47.9%，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重为 17.4%，比 2008年提高 1.0个百分点。但是，随着浙江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技能人才供求缺口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13 年，全省人力资源市场对各类技

能人才的月均需求和供给为 24.3万人和 13.6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2.3%和 1.5%，需求增幅比供给高 0.8个百分点，月均技能

人才缺口达 10.7万人，比上年扩大 3.4%。 

技能人才资源的短缺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行业、职业等结构性矛盾更为明显。与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等沿海发

达省市相比，浙江大专及以上人口主要聚集在教育、卫生、金融、公共管理等行业，而农业、制造业、生活型服务业的比重偏

低。不论是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先进制造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制造业，浙江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比重都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并且均位于 6 省市的末位。其中，先进制造业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9.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6.8 个百分点，

不到北京的 1/4，上海的略 1/3 强，仅相当于江苏的 6 成水平；传统制造业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4.3%，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 2.4 个百分点，分别比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低 13.5、9.8、1.9、3.6 和 0.5 个百分点。生活性服务业的大专及以

上人口比重为 9.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7个百分点，分别比北京、上海、山东和广东低 12.9、9.7、1.1 和 0.2个百分点。农

业从业人员中的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 0.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1 个百分点，而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对新型农业

人才的需求将会日渐旺盛。同样的，从职业分布来看，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性矛盾。大专及以上人口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两个职业，而单位负责人、商业服务人员、生产操作人员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均居 6省市的最末位。 

3.高校专业设置与人才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着农林牧渔类、加工制造类专业学生占比过低，信息技

术类与财经商贸类学生占比过高的情况。2012年，全省高职院校农林牧渔类对应专业设点数占 2.7%，加工制造类对应专业设点

数占 25.2%，信息技术类与财经商贸类对应专业设点数占 72.1%。这与浙江当前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偏离。新增专业与产业转

型升级也存在错位，高校之间专业设置重复率高，各市高校的专业设置也存在通用化的现象，与地方特色主导产业的匹配度不

够高。 

三、政策建议 

随着浙江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从人口的角度

来看，除了要通过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以及引进领军人才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化教育，加强

职业技能培训，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1.坚持普惠教育，以教育优势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也意味着技工时代的开始。但在劳动力短

缺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机会很多，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却不足，容易产生教育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新的

“读书无用论”。因此，要更加注重教育公平普惠性，政府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对包括外来随迁子女在内的学生就读中等职业

学校实施免学费政策，并逐渐将义务教育延伸到学前和高中阶段，鼓励更多年轻人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 

2.整合部门资源，提升农民工技能培训绩效。加强在职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既是应对经济转型升级对现代

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人才资源的客观需求，也是避免未来农民工群体结构性失业危机，实现向上流动“中国梦”

的必然举措。目前，国家已经启动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每年对新转移劳动力和在岗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培训项

目由人力社保、农业、科技、扶贫等部门分别实施，包括“春潮行动”、“阳光工程”、“星火计划”、“雨露计划”等。建议加强

农民工培训的统筹规划，以需求为导向，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职业学校等专业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农民

工技能培训的效率，并惠及更多的农民工群体。 

3.提高产教融合度，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紧密结合浙江经济和产业发展实际，促进产教深度融

合，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各产业集聚区、开发区都应有与其主导优势产业对应的、主办的或密切合作

的职业院校，按照人才资源先行的理念，开设一批当地经济和产业发展，特别是地方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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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相关技能培训班，提高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耦合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4.提高校企合作紧密度，加快建立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机制。建立校企互动的职业教育办学机制，进一步加强企业“订单人

才”的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但要加强学生实习、实训等方面的合作，还要赋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

主权，提高行业企业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更要鼓励专业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提高专

业课师资队伍建设，加快构建密切的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机制。 


